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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后的全球气候治理：
争夺领导力还是走向全球共识？

周伟铎１　 庄贵阳２

（１．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 ２０００２０；２．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１００７１０）

摘要： 美国拜登政府宣布重返《巴黎协定》，意味着全球气候治理很可能重回中美欧三驾马车

共同领导的格局。 大国可以通过竞争与合作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识和行动，实现全球

气候治理，但是也有可能陷入领导力之争，对全球气候治理造成损害，这取决于主要大国更多

是出于个体理性还是集体理性的逻辑参与全球气候治理。 本文认为，在当前推动全球实现“净
零排放目标”的博弈中，中美欧的利益诉求仍然存在明显差异，当前美欧等西方国家气候战略

转型的动力主要还是争夺气候治理领导权。 为了推进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美欧等主要行为

体需要加强气候合作。 未来全球气候治理的方向应该包括深化《巴黎协定》目标的共识，完善

全球绿色金融的政策体系，加强全球碳交易市场和零碳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提振全球气候治理

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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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

秩序进入动荡调整期。①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

流行，加速了国际大变局的进程，当前世界格局

或将呈现出中美欧三个超大经济体、多个中等

强国并存的“三超多强”架构。②疫情防控常态

化背景下，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成了世界主要经

济体重点关注的议题。 欧盟正在加紧落实《欧
洲绿色协议》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Ｇｒｅｅｎ Ｄｅａｌ）的相关政

策，中国以内外一致的逻辑推进 ２０３０ 年前碳达

峰、２０６０ 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愿景，美国也在拜

登政府上台之后正式重返《巴黎协定》，全球气

候治理再次呈现中美欧三方鼎立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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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大国博弈的特

征凸显，而中国、美国和欧盟再次成为主导全球

气候治理走向的“三驾马车”。 美国重返《巴黎

协定》，意味着中美欧三大经济体在致力于实现

长期目标方面达成共识———将全球平均气温上

升幅度控制在 ２℃以内，并努力控制在 １．５℃以

内。 本文在国内外学界对全球气候治理已有研

究的基础上，以“美国重返《巴黎协定》”为切入

点，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当前阶段，美国拜登政

府争做全球气候领导者的动因是什么？ 中美欧

三大经济体如何体现气候领导力？ 中美欧三大

经济体围绕全球气候治理可能进行合作的领域

是哪些？

一、全球气候治理格局的深刻调整：
机理及进程

　 　 《巴黎协定》的签署和生效意味着世界各国

应致力于实现达成共识的长期目标，这需要全

球碳排放快速达到峰值，且 ２０３０ 年全球温室气

体排放量与 ２０１０ 年相比要降低 ４５％，并在 ２１ 世

纪中叶达到净零碳排放量。① 中国、美国和欧盟

作为推动《巴黎协定》达成的重要力量，在国际

气候治理领域的利益诉求各有差异，因而在推

动《巴黎协定》目标及实施细则落实方面存在

博弈。
１．１　 全球气候治理需要领导者推动形成集体理

性的共识

全球治理更多体现为国际政治和世界经济

中为了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而设立的各种规

范、规则、程序和机制。② 全球气候治理是针对

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而开展的国际集体行动，最
终目的是稳定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浓度，而这是

一种典型的加总型公共物品，因为各国全部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努力的结果才能导致全球大气

温室气体浓度在特定水平维持稳定的结果。③

而对于加总型公共物品来说，大国领导是达成

集体行动推动全球公共物品供给的关键。④

第一，基于集体理性的多边主义本应是气

候领导者达成气候共识的根本伦理原则。 冷战

结束以来，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和发展中

国家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的份额不断提升，
使得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问题

“引爆者”“发源地”“重灾区”的叠加效应明显，
提高多边机制代表性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迅速增

强。⑤ 而随着全球气候风险的逐渐凸显，气候风

险对于人类来说，已经超越了国家界限。 应对

全球气候变化，一国利益难以同人类共同利益

进行彻底分割。 对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来说，
“人类”身份的“共同性”和气候责任的“共同

性”是相伴相生的，基于这一身份产生的共同理

性和生存理性是达成气候基本共识的理论基

础。⑥ 多边机制要求国际合作以互利为目标取

向，以共赢推动多边合作的持续发展。 多边主

义的互惠性实现了个体利益的相容性蜕变，使
国家间互动由竞争性零和博弈转向合作性正和

竞争。
第二，基于个体理性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

义带来的气候领导者博弈，使得全球气候治理

进程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个体理性是当今世界

西方民族国家世界秩序观的理性基础，个体理

性强调行为体的行为动机是追求个体利益最大

化。⑦ 个体理性观导致战后冷战思维与零和博

弈主导世界秩序，而冷战结束后，基于个体理性

的全球气候治理观依然在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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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重要影响。 基于个体理性导致世界各国的

谈判立场存在的差异难以协调，全球气候治理

出现“囚徒困境”的情况。 基于个体理性的单边

主义、保护主义愈演愈烈，领导者“退群”、设置

“碳关税”等霸权主义行为对全球气候治理多边

谈判体制带来严重冲击，造成全球气候治理进

程的混乱和失序。
第三，发展阶段的“南北分割”导致气候治

理领导者的谈判立场冲突。 全球气候危机产生

的本质是人类不合理的发展方式造成的“公地

悲剧”。 尽管在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下文简称《公约》）谈判阶段就已经形成了发

达国家阵营和发展中国家阵营，而全球气候治

理兴起之时正值冷战结束，西方发达国家处于

压倒一切的支配性地位，全球气候治理初始阶

段的进程由西方国家的目标、优先考虑和利益

所主导。 气候政治博弈的核心是国家、集团之

间的利益纷争，以及“权力话语”的争夺，而如何

分配未来温室气体排放空间成了两大阵营气候

分歧的焦点。 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排放的

温室气体累积构成了当前大气层中温室气体的

绝大部分，一些国家在《公约》谈判阶段已实现

碳达峰；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发展权的需要，碳排

放至今仍在增加。 在国际气候谈判中，“南北分

割”现象日益明显。 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利

用其政治、经济、科技、传播等方面的雄厚实力

与话语权优势，根据自身利益、标准及知识制定

规则，从大国竞争的角度出发“积极”推动发展

中国家落实减排责任。① 而发展中国家强调发

达国家应该为当前的气候变化问题承担主要责

任，但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科学理性声音和公正

性诉求往往被边缘化、被削弱，领导力供给过程

缺乏有效的互动及多元话语的争鸣。
第四，全球气候治理中领导力的“赤字”使

得该治理进程陷入僵局。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沿

着两条路径进行：第一条路径是以《公约》为核

心的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治理，第二条路径是

联合国框架之外的全球治理。 然而，这两条路

径都呈现出“碎片化”特征。② 鉴于全球气候治

理的全球公地和全球公共产品特性，其更多需

要一种基于多边主义的国际气候制度，进而形

成绿色国际合作领导。 由于国家之间实力的差

异以及国际制度的分配性和非中性，国际制度

设计的过程充满斗争与妥协；同时，制度设计的

实现需要特定成员发挥领导力，并承担相应成

本，进而引领和协调诸多国家间的合作，③但是，
存在领导力供给不足问题是常态。 这种领导力

赤字既包含对某些国家或国家集团发挥带头减

排作用的要求和主张，也包含对某些国家或国

家集团担当协调国际合作和引领作用的期待与

希望。
综上所述，大国领导是推动全球气候治理

形成共识的必要条件。 而面对全球气候变化这

个人类共同危机，要突破气候政治博弈的“囚徒

困境”，必须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实现从

个体理性到集体理性的超越。④ 全球气候治理

的领导者只有通过树立共同的人类命运观和共

同的人类合作观，发挥自身的领导力，坚持相互

尊重、公平正义和合作共赢的原则，寻找合作的

最大公约数但又不推卸共同的减排责任，才能

达成向全球零碳目标转型的共识。

１．２　 全球气候领导力的变迁

全球治理的领导力是多层面和多维度的。
国际环境政治领域对领导力的划分存在分歧，
常用的是“四分法”：结构型、方向型、理念型、工
具型，⑤或者是结构型、榜样型、认知型和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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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四类。① 除此之外，还有“三分法”：结构型、企
业家型和智力型，②或者结构型、方向型和工具

型。③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④本文将全球气候

领导力定义为一种影响全球气候治理集体行动

方向，并将自身偏好扩散上升为国际共识的能

力，以气候领导者所依赖的资源和领导的方式

为标准，把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力划分为结构型、
方向型、理念型和工具型四种类型。 其中，结构

型气候领导力是指按照自身的意图改变其他行

为体的运行环境及设定必须遵循的机构规则的

权力；方向型气候领导力是指通过榜样和示范

进行领导，为其他行为体提供示范和前进方向

的能力；理念型气候领导力是指通过提供特定

的知识和理论，界定特定问题的概念和解决方

案，影响其他行为体认知和偏好的能力；工具型

气候领导力是指运用高超的谈判技巧和外交协

调手段来达到政策目标的能力。 而全球气候治

理的领导者是指为应对气候变化而运用各种资

源引导并推动其他行为体明确治理目标、创设

治理制度，最终为实现治理目标而努力的特定

行为体（一般是大国）。⑤

分析全球气候领导力的变迁，可以将这一

时期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１９９０—１９９６
年），《公约》谈判及生效时期。 自 １９９０ 年起，国
际社会在联合国框架下启动了关于应对气候变

化国际制度安排的谈判，１９９２ 年《公约》达成，
１９９４ 年生效。 《公约》取得的最重要的三项成

果分别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全球气候

治理的原则和各缔约方义务。 这一时期，欧盟

和美国共同发挥全球气候领导力。 第二阶段

（１９９７—２００５ 年），《京都议定书》谈判及生效准

备时期。 《京都议定书》于 １９９７ 年达成，２００５ 年

正式生效。 最终达成的《京都议定书》事实上是

一个糅合了欧盟坚持的量化减排目标和美国坚

持的灵活机制（三个灵活合作机制）的综合体。
由于小布什政府 ２００１ 年退出了《京都议定书》，
这一时期美国（１９９７—２０００ 年）和欧盟（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 年）各在一段时间内发挥全球气候领导力。
第三阶段（２００６—２０１１ 年），《京都议定书》生效

时期。 这一阶段，欧盟提出将国际航空纳入排

放交易体系（ＥＵ－ＥＴＳ），但因受到美国、中国等

大国的强烈反对而被迫放弃。 而在哥本哈根气

候大会上，欧盟也未能实现“全球达成具有法律

约束力的气候协定”的目标。 这一时期尽管欧

盟的领导力有所弱化，但欧盟仍是主要的领导

者。 第四阶段（２０１２—２０１５ 年），“德班平台”进
程和《巴黎协定》达成。 在 ２０１５ 年召开的巴黎

气候大会上，欧盟与非洲、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

国家集团积极协调，并与中国、美国等共同推动

《巴黎协定》达成，这成为各国携手应对气候变

化的政治和法律基础。 这一时期，中国、美国和

欧盟作为三大经济体共同发挥全球气候领导

力。 第五阶段（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巴黎协定》生
效及完善时代。 在这一阶段，美国宣布退出《巴
黎协定》，全球气候治理围绕《巴黎协定》实施细

则进行谈判，基本达成了《巴黎协定》实施细则。
尽管美国主动放弃全球气候领导力，但欧盟和

中国坚定维护多边主义原则，共同发挥全球气

候领导力。
其中，欧盟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主导者，体

现在多个阶段的气候治理进程中。 在第一阶

段，欧盟（欧洲共同体）是气候治理的领导者，
《公约》基本采用了欧盟提出的“稳定排放”的

目标要求。 欧盟（欧洲共同体）是全球气候变化

议题的提出者，为《公约》的成功签署提供了结

构型领导力。 在第二阶段，欧盟是碳市场机制

的最早实践者，于 ２００５ 年 １ 月 １ 日开始实施温

室气体排放配额交易制度。 欧盟通过落实《京
都议定书》为欧盟各成员国规定减排目标，率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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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兰兰：“全球气候治理中的领导—跟随逻辑：欧盟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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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探索市场化减排机制，为全球提供参照

模板和经验，展现了强大的方向型领导力。 在

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欧盟展现了强大的理念

型领导力。 欧盟将“全球平均气温不应高于工

业革命前水平 ２℃”目标从一个科学标准转化成

为《哥本哈根协议》 《坎昆协议》和《巴黎协定》
等全球限制和减排努力的指导标准。 在 ２０１５
年《巴黎协定》谈判期间，欧盟联合 ７９ 个非洲国

家、加勒比与太平洋地区国家，组成“雄心壮志

联盟” （Ｈｉｇｈ Ａｍｂｉｔｉｏｎ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成功将“全球

升温控制在 １．５℃”目标纳入《巴黎协定》。 在第

五阶段，欧盟在 ２０１９ 年马德里气候大会期间公

布了实施《欧洲绿色协议》 的全文，明确提出

２０５０ 年“气候中立”目标，展现了欧盟强大的方

向型领导力。
美国的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力随着执政党的

轮动而呈现明显的波动性变化。 作为民主党前

总统，克林顿政府 １９９８ 年签署了 《京都议定

书》，极大地推动了全球气候治理的进程。 而在

第二阶段，小布什政府退出《京都议定书》的同

时，开始尝试《公约》 外气候治理机制，从《公

约》制度之外挑战欧盟的领导权，如建立亚太清

洁发展与气候伙伴关系（ＡＰＰ），参与主要经济

体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会议（ＭＥＭ）等。 而在奥

巴马任期内美国气候领导力得到快速提升，逐
渐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引领者。 美国通过建立

主要经济体能源与气候论坛（ＭＥＦ），弱化了欧

盟在《公约》中的领导权。 在第四阶段，奥巴马

第二任期美国气候变化政策实现了重要的调整

和升级。 ２０１３ 年《总统气候行动计划》的颁布

为全球碳减排市场的建立提供了方向，提升了

美国在碳市场方面的方向型领导力。 美国在这

一阶段倡导“自下而上”的温室气体减排模式，
这与中国提倡的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和各自能力原则，共同为《巴黎协定》的达成提

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撑，展示了美国的结构型领

导力。① 在第五阶段，特朗普政府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 １
日宣布退出《巴黎协定》，导致美国的全球气候

领导力迅速衰减。 其后果不仅仅是美国国内温

室气体减排进程的减缓，还撕裂了传统的跨大

西洋伙伴关系，导致美国的全球气候领导力进

一步下降。 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还导

致其他国家的气候雄心也发生了动摇。 博索纳

罗（Ｂｏｌｓｏｎａｒｏ）在 ２０１８ 年当选总统后，巴西放弃

了第 ２５ 届联合国气候大会的承办国资格，气候

大会的主办权由智利接手，但由于智利国内的

骚乱问题，最终将主办地转移到西班牙的马

德里。②

综上所述，大国的全球气候领导力在不同

时期的表现形式不同，大国的领导力变迁对全

球气候治理进程产生了显著影响。 作为全球唯

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政府对待全球气候变化问

题的政治态度是影响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的重要

变量。 美国政府既可以发挥自身强大的结构性

领导力，推动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变革，也可以在

一定程度上拖累全球气候治理进程，这背后的

原因是美国的气候政策是执政政党基于个体理

性而作出的有利于自身竞选成功的战略选择。
美国拜登政府重新以领导者的身份出现在全球

气候治理舞台，必然会对全球气候治理格局带

来新的调整。

二、美欧气候博弈的新焦点：领导力

随着美国重返《巴黎协定》，美欧两大经济

体作为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者，都将应对气候

变化问题与自身发展战略深度融合，凸显自身

的全球气候治理领导力。 而在这个过程中，美
欧双方存在明显的气候博弈。 美国学者罗伯

特·基欧汉（Ｒｏｂｅｒｔ Ｏ．Ｋｅｏｈａｎｅ）认为，大国博弈

并不遵循类似经济中的自由主义原则，而是倾

向于现实主义逻辑，占据主导地位是在大国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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弈中实现目标的最有效路径。① 尽管美欧两大

经济体气候战略的主要目的是落实《巴黎协定》
既定承诺，最终实现全球净零碳排放，但美欧两

大经济体依据自身不同的发展阶段和利益诉

求，制定了不同的气候转型战略，这背后体现的

是在不同价值观导向下对全球领导力的追求。
从大国战略博弈角度来看，拜登政府通过将气

候变化作为外交政策规划和国家安全考量的中

心，极力恢复和巩固二战后美国主导的“自由主

义秩序”；欧盟以《欧洲绿色协议》为框架打造零

碳欧洲，展示了欧盟气候战略的全球领导力。
２．１　 美国的气候领导力：以拜登气候新政重建

“自由主义秩序”
美国总统拜登执政的精神内核是带领所有

美国人 “重拾美国的灵魂” （ Ｒｅｓｔｏｒ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ｕｌ），重建美国世界灯塔的地位（Ａｍｅｒｉｃａ ｉｓ ａ
ｂｅａｃ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ｅ），恢复并巩固二战后美国主

导的“自由主义秩序”②。 拜登竞选总统提出

“更好地重建美国（Ｂｕｉｌｄ Ｂａｃｋ Ｂｅｔｔｅｒ）”计划以

及其执政以来实施的《美国就业计划》都体现了

这个内核。
（１）拜登气候新政的战略考量

第一，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美国经济迅速陷

入衰退，如何解决制造业萎缩的问题，为百万失

业人口创造就业成了拜登政府的首要任务。
《美国就业计划》是涵盖基础科学研究、供应链

支撑、基础设施巩固等领域的投资计划，在 ８ 年

内每年投资 １％的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来更新

国家基础设施，激活制造业，总额近 ２ 万亿美

元。③ 拜登在白宫演讲中提到，“在基础设施方

面，我们在世界排名第 ３８ 位———从运河到高速

公路到机场等等，我们需要做而且能够做让我

们在 ２１ 世纪有竞争力的一切事情”④。 为了应

对气候风险，当前基础设施的智能化、低碳韧性

转型是世界的主流趋势，拜登政府在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公布的《应对国内外气候危机的总统行

政令》⑤和同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布的《美国就业计

划》中，对智能电网、新能源车和可再生能源发

电等领域进行了重点规划。
第二，美国的高科技产业优势明显，需要通

过“新工业革命”维持产业竞争优势。 技术霸权

是美国的全政府策略，具体手段主要包括贸易

保护和技术壁垒策略、经济制裁和司法干预策

略、限制交流与技术封锁策略、政策胁迫与技术

联盟策略，根本目的是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

力。⑥ ２１ 世纪以来，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地缘

科技格局并未改变，而且美国的核心地位不断

巩固和加强。⑦ 当前，全球大部分的清洁技术投

资仍然集中在美国。⑧ 美国通过为相关技术发

展提供财政支持、与盟友在相关产业建立联盟

或国际组织，从而制定行业规则并掌握话语权，
与传统能源大国形成联盟、共谋改革，寻求以提

供资金和技术援助的方式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帮

助等，维护自身在清洁能源技术等领域的领导

地位。
第三，积极应对气候风险、促进公正转型，

是美国民主党的价值观追求。 重视价值观和民

主人权问题，是美国民主党政府外交政策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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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ｏｂｅｒｔ Ｏ． Ｋｅｏｈａｎ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ｌｄ ａｎｄ Ｎｅｗ，” Ａ Ｎｅｗ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６， ｐ．４６２。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 Ｉｎａｕｇｕｒａｌ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ｂｙ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Ｊｏｓｅｐｈ
Ｒ． Ｂｉｄｅｎ， Ｊｒ．，”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０，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ｒｏｏｍ ／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ｒｅｍａｒｋｓ ／ ２０２１ ／ ０１ ／ ２０ ／ ｉｎａｕｇｕｒａｌ－ａｄｄｒｅｓｓ－ｂｙ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ｊｏｓｅｐｈ－ｒ－ｂｉｄｅｎ－ｊｒ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７ 日。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Ｆａｃｔ Ｓｈｅｅｔ：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ｂｓ Ｐｌａｎ，”
Ｍａｒｃｈ ３１，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 ｒｏｏｍ ／ ｓｔａｔｅ⁃
ｍｅｎｔ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２０２１ ／ ０３ ／ ３１ ／ ｆａｃｔ－ｓｈｅｅｔ－ 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ｂｓ－ｐｌａｎ ／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Ｒｅｍａｒｋｓ ｂｙ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Ｂｉｄｅｎ ｂｅｆｏｒｅ Ｍｅｅｔ⁃
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Ｌａｂｏｒ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ｔｏ Ｄｉｓｃｕｓｓ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ｓｃｕｅ Ｐｌａｎ ａｎｄ Ｉｎｆｒａ⁃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１７，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 ／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ｒｏｏｍ ／ ｓｐｅｅｃｈｅｓ－ｒｅｍａｒｋｓ ／ ２０２１ ／ ０２ ／ １７ ／ ｒｅｍａｒｋｓ－ｂｙ－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ｂｉｄｅｎ
－ｂｅｆｏｒｅ－ｍｅｅ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 ｌａｂｏｒ － ｌｅａｄｅｒｓ － ｔｏ － ｄｉｓｃｕｓｓ － ｔｈｅ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
ｒｅｓｃｕｅ－ｐｌａｎ－ａｎｄ－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７ 日。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ｎ Ｔａｃｋ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ｒｉｓｉｓ ａｔ Ｈｏｍｅ ａｎｄ Ａｂｒｏａｄ，” Ｊａｎｕａｒｙ ２７，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ｇｏｖ ／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ｒｏｏｍ ／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 ａｃｔｉｏｎｓ ／ ２０２１ ／ ０１ ／ ２７ ／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
－ｏｒｄｅｒ－ｏｎ－ｔａｃｋｌｉｎｇ－ｔｈｅ－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ｒｉｓｉｓ－ａｔ－ｈｏｍｅ－ａｎｄ－ａｂｒｏａｄ ／ ＞，访
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７ 日。

蔡翠红：“大变局时代的技术霸权与‘超级权力’悖论”，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２０１９ 年第 １４ 期，第 １７－３１ 页。

段德忠、杜德斌、谌颖：“知识产权贸易下的全球地缘科技

格局及其演化”，《地理研究》，２０１９ 年第 ９ 期，第 ２１１５－２１２８ 页。
蒋佳妮、王文涛、王灿、刘燕华：“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以生

态文明理念构建全球技术合作体系”，《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２０１７ 年第 １ 期，第 ５７－６４ 页。万方数据



第 ９ 期　 周伟铎等：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后的全球气候治理：争夺领导力还是走向全球共识？

统，如克林顿执政时期采取的 “民主扩展”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战略。① 全球气候变

化问题是民主党长期关注和支持的领域之一，
拜登政府将价值观置于其外交政策的中心，深
化“自由世界”成员之间的合作，而建立更加紧

密的“民主国家联合体”也符合民主党的价值追

求。 美国的拜登政府高度重视气候变化问题，
认为这一问题给美国带来“日益加剧的威胁”，
称将大力应对气候变化等问题所体现的“环境

不公正 ”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ｎｊｕｓｔｉｃｅ ） 挑 战。② 在

２０２０ 年，美国遭受了 ２２ 个损失超过 １０ 亿美元

的气候灾害，对家庭、商业和公共设施造成的损

失高达 ９５０ 亿美元，《美国就业计划》明确提出

要将 ４０％的气候和清洁基础设施投资收益给弱

势群体。
（２）拜登政府发挥气候领导力的具体行动

第一，拜登政府将气候变化作为外交政策

规划、外交和国家安全考量的中心，通过构建双

边、小多边和多边机制，积极修复特朗普政府时

期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对美国全球领导力带来

的破坏，重振美国工具型领导力。 在美国主办

的“领导人气候峰会”上，拜登提出了美国温室

气体排放到 ２０３０ 年比 ２００５ 年减少 ５０％ ～ ５２％
水平的新目标，并推动日本、加拿大、英国提出

了新的减排目标。③ 美国还推出旨在支持发展

中国家实现净零目标的“全球气候雄心倡议”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ｍｂｉｔｉｏｎ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推出由美国

和加拿大主导的国际组织 “绿色政府倡议”
（Ｇｒｅｅｎｉｎｇ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与重要的油气

生产 国 形 成 “ 净 零 生 产 论 坛 ” （ Ｎｅｔ － Ｚｅｒｏ
Ｐｒｏｄｕｃｅｒｓ Ｆｏｒｕｍ），与印度建立 ２０３０ 年美印气候

和清洁能源议程伙伴关系（Ｕ． Ｓ． － Ｉｎｄｉａ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Ｃｌｅ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ｇｅｎｄａ ２０３０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支持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国家的清洁能源发

展，发起包括澳大利亚、博茨瓦纳、加拿大和秘

鲁在内的能源资源治理倡议（ Ｅｎｅｒｇ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加入或创建新能源汽车、
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等具体行业或技术的相关国

际联盟等。
第二，重视净零碳技术的研发及应用，确保

美国在关键脱碳技术创新方面的方向型领导力

和理念型领导力。 《美国就业计划》中，涉及新

能源的直接投资约为 ３ ２７０ 亿美元，包括电动汽

车（１ ７４０ 亿美元）、联邦采购清洁能源（４６０ 亿

美元），以及重点支持农村制造业和清洁能源

（５２０ 亿美元）、解决气候危机的相关技术④突破

（５５０ 亿美元）。 美国在领导人气候峰会提出，
通过与瑞典、英国和阿联酋等国分别达成双边

合作伙伴，努力在工业、电力和农业等关键部门

开展全面脱碳，加快清洁技术在美国经济部门

中的投资和应用，到 ２０３５ 年将美国建筑库存的

碳足迹减少 ５０％，在 ２０３０ 年底前部署超过 ５０ 万

个新的公共充电站，到 ２０３５ 年实现 １００％零碳

电力。
第三，美国通过扩大国际气候融资规模，增

强方向型领导力和工具型领导力。 美国制定的

“美国国际气候融资计划” （ Ｕ． 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Ｐｌａｎ） 提出，美国打算到 ２０２４
年，与奥巴马—拜登政府下半财年（２０１３—２０１６
财年）的平均水平相比，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

的公共气候财政翻一番。⑤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召开的

七国集团峰会启动了美国主导的、名为“重建更

３２

①

②

③

④

⑤

Ｄｏｕｇｌａｓ Ｂｒｉｎｋｌｅｙ， “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 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Ｃｌｉｎｔｏｎ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Ｎｏ．１０６， １９９７， ｐｐ．１１６－１２０．

Ｕｍａｉｒ Ｉｒｆａｎ，“Ｗｅ Ａｓｋｅｄ Ｊｏｅ Ｂｉｄｅｎｓ Ｃａｍｐａｉｇｎ ６ Ｋｅｙ Ｑｕｅｓ⁃
ｔｉｏｎｓ ａｂｏｕｔ Ｈｉｓ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Ｐｌａｎｓ，” Ｖｏｘ， Ｏｃｔｏｂｅｒ ２２， ２０２０， ｈｔ⁃
ｔｐｓ： ／ ／ ｗｗｗ．ｖｏｘ．ｃｏｍ ／ ２１５１６５９４ ／ ｊｏｅ－ｂｉｄｅｎ－ｃｌｉｍａｔｅ－ｃｈａｎｇｅ－ｃｏｖｉｄ－１９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２ 月 ２７ 日。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 ＦＡＣＴ ＳＨＥＥＴ：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Ｂｉｄｅｎ Ｓｅｔｓ
２０３０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ａｒｇｅｔ Ａｉｍｅｄ ａｔ 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Ｇｏｏｄ－ Ｐａｙｉｎｇ Ｕｎｉｏｎ Ｊｏｂｓ 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ｎｇ Ｕ． 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ｏｎ Ｃｌｅａｎ
Ｅｎｅｒｇ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Ａｐｒｉｌ ２２，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 ／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ｒｏｏｍ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２０２１ ／ ０４ ／ ２２ ／ ｆａｃｔ－ｓｈｅｅｔ－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ｂｉｄｅｎ－ ｓｅｔｓ － ２０３０ －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 ｇａｓ －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 ｔａｒｇｅｔ －
ａｉｍｅｄ－ａｔ－ｃｒｅａｔｉｎｇ－ｇｏｏｄ－ｐａｙｉｎｇ－ｕｎｉｏｎ－ ｊｏｂｓ－ａｎｄ－ ｓｅｃｕｒｉｎｇ－ｕ－ ｓ－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ｏｎ－ｃｌｅａｎ－ｅｎｅｒｇ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其包括碳捕集与封存、氢、先进核能、稀土元素分离、海上

风电、生物燃料 ／ 生物产品、量子计算和电动汽车等。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 Ｕ． 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Ｐｌａｎ，” Ａｐｒｉｌ ２２，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ｇｏｖ ／ 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ｕｐ⁃
ｌｏａｄｓ ／ ２０２１ ／ ０４ ／ Ｕ．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Ｐｌａｎ－ ４．２２．２１－
Ｕｐｄａｔｅｄ－ Ｓｐａｃｉｎｇ． ｐｄｆ ＃： ～： ｔｅｘｔ ＝ Ｍｅｅｔｉｎｇ％２０Ｕ． Ｓ．％ ２０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ｃｌｉｍａｔｅ％２０ｆｉｎａｎｃｅ％２０ｐｌｅｄｇｅｓ％２０ａｎｄ％２０ｃｏｍｍｉｔｍｅｎｔｓ， ｍｏｂｉｌｉｚｅ％
２０ａｎｄ％２０ａｌｉｇｎ％２０ｃａｐｉｔａｌ％２０ａｔ％２０ｔｈｅ％２０ｓｃａｌｅ％２０ｒｅｑｕｉｒｅｄ，访问

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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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世界”（Ｂ３Ｗ）的新全球基础设施倡议，帮助发

展中国家缩小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所需的高达 ４０
万亿美元的资金缺口。 拜登政府认为 Ｂ３Ｗ 是

由“主要民主国家领导的、以共同价值观为导

向、高标准和透明的”基础设施伙伴关系。①

第四，实施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增强方向

型和理念型领导力。 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美
国提出实施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倡议，主要

包括三个方面：（１）投资热带森林，推动实现净

零的世界；（２）资助以自然为基础的沿海社区和

生态系统复原力方法；（３）促进南大洋（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Ｏｃｅａｎ）的复原力。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倡议得

到最不发达国家和广大小岛屿国家的支持与追

随，塞舌尔、加拿大、哥斯达黎加、秘鲁、印度尼

西亚和加蓬等国还提出了本国在保护陆地和海

洋方面的新目标。
２．２　 欧盟的气候领导力：以《欧洲绿色协议》为

框架打造零碳欧洲

气候中和（Ｃｌｉｍａｔｅ 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作为展示欧

盟普世价值体系的重要抓手，在欧盟多个成员

国具有强大的民意基础。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发布的

《欧洲绿色协议》提出，欧盟力争到 ２０５０ 年成为

世界第一个气候中和的大洲，打造气候中和的

经济体，这也为《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谈判提

供气候雄心，向全球展示了方向型领导力。
（１）零碳欧洲目标下欧盟的战略考量

欧盟在各个领域推行绿色化、去碳化政策，
需要投入巨额资金，客观上将增加欧盟及其成

员国的经济发展成本。 欧盟推出绿色新政的战

略考量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发源于欧洲的所谓普世价值体系陷

入困境，２０５０ 年零碳欧洲倡议是欧盟重振普世

价值观的抓手。 在欧洲，以应对气候变化为代

表的绿色议题是公众表达民主诉求的重要空

间。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公众在反核、环境保

护等问题上的抗议活动对全球有引领作用，并
催生了绿党的崛起。 西方国家倡导并极力推广

一系列所谓普世价值观，包括民主、人权、法治、
自由贸易，以及自由市场经济等，这被视为西方

主导的全球秩序的基石，但是这套普世价值观

正在遭受来自欧盟内部及其他国家的质疑。②

当前，绿党在欧洲议会、德国、法国、英国、芬兰

和爱尔兰等都是重要的党团，积极应对气候变

化作为“政治正确”的价值观，具有强大的民意

基础。 欧盟推出《欧洲绿色协议》，体现了欧盟

希望再次领导全球气候治理的诉求。
第二，《欧洲绿色协议》将加大减排力度，有

助于欧盟达到《巴黎协定》履约目标，保持或提

升欧盟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中的领导力。 欧盟

是《巴黎协定》的主要推动方之一，然而，按照现

行的欧盟《２０３０ 年气候与能源政策框架》，２０５０
年欧盟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相当于 １９９０ 年的

６０％，无法完成对《巴黎协定》的履约。③ 欧盟实

施《欧洲绿色协议》，通过调整减排目标，加大减

排力度，力争在落实《巴黎协定》上发挥积极表

率作用，有助于欧盟进一步巩固其在全球气候

治理中的主导权。
第三，《欧洲绿色协议》将成为欧盟增强内

部凝聚力的共同行动纲领。 欧盟内部问题逐渐

累积，南北经济分化形成的鸿沟难以弥合，价值

观矛盾冲突加剧，民粹主义、国家主义思想泛

滥，欧盟层面的民主赤字与成员国民主的被限

制、被剥夺更是形成难以克服的巨大冲突，这些

都严重削弱了欧盟的凝聚力和行动能力。 《欧
洲绿色协议》作为欧盟一项长期发展战略，为欧

盟及其成员国不断凝聚共识、增进互信，提高内

部凝聚力和团结性提供了政策保障。
（２）欧盟发挥气候领导力的具体行动

《欧洲绿色协议》是欧盟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首

次推出的新增长战略，为欧洲气候战略提供了

总体框架。 围绕《欧洲绿色协议》，欧盟近期在

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主要政策有以下五点。

４２

①

②

③

Ｔｈｅ Ｗｈｉｔｅ Ｈｏｕｓｅ， “ Ｆａｃｔ Ｓｈｅｅｔ： 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 Ｂｉｄｅｎ ａｎｄ Ｇ７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Ｌａｕｎｃｈ Ｂｕｉｌｄ Ｂａｃｋ Ｂｅｔｔｅｒ Ｗｏｒｌｄ （Ｂ３Ｗ）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Ｊｕｎｅ
１２，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ｈｉｔｅｈｏｕｓｅ． ｇｏｖ ／ ｂｒｉｅｆｉｎｇ － ｒｏｏｍ ／ ｓｔａｔｅｍｅｎｔｓ －
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２０２１ ／ ０６ ／ １２ ／ ｆａｃｔ－ｓｈｅｅｔ－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ｂｉｄｅｎ－ａｎｄ－ｇ７－ｌｅａｄｅｒｓ－
ｌａｕｎｃｈ－ｂｕｉｌｄ－ｂａｃｋ－ｂｅｔｔｅｒ－ｗｏｒｌｄ－ｂ３ｗ－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 ，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张健：“大变局下欧洲战略取向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

系》，２０２１ 年第 １ 期，第 １０－２０ 页。
张敏：“欧洲绿色新政推动欧盟政策创新和发展”，《中国

社会科学报》，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５ 日，第 １９３２ 期。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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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率先提出地区“碳中和”目标，展示方

向型领导力。 气候中和作为展示欧盟普世价值

体系的重要抓手，在欧盟多个成员国具有强大

的民意基础。 欧盟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发布的《欧
洲绿色协议》中提出，到 ２０５０ 年成为世界第一

个气候中和的大洲，打造气候中和的经济体，为
《巴黎协定》实施细则的谈判提供气候雄心。 它

的总体目标是于 ２０５０ 年过渡到气候中和、环境

可持续、资源高效及具有韧性的经济，以及到

２０３０ 年至少减少 ５５％温室气体排放量，并且保

护、维持并增强欧盟的自然资本。
第二，打造全球绿色价值链，展现工具型领

导力。 为了支持绿色转型，促进负责任和可持

续的价值链，欧盟委员会利用自身的国际贸易

主导地位，在多个领域开展首要行动：与非洲国

家合作，将气候和环境问题纳入双边关系的核

心；与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 ８０％的二十国集团

（Ｇ２０）国家进行接触，推动共同应对全球能源

和气候挑战；在波兹南峰会之后，为西巴尔干地

区制定了绿色议程；与拉美、加勒比、亚太等伙

伴国家和地区建立绿色联盟。 与此同时，欧盟

议会通过碳边境调节机制（ＣＢＡＭ）议案，成为全

球第一个以碳边境税作为贸易工具的国家集

团，对全球贸易的脱碳进程将产生深远影响。
第三，推动气候变化立法，展示方向型领导

力。 欧洲议会于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４ 日出台了《欧洲

气候法》（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Ｌａｗ）草案，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０ 日公布了《欧洲新工业战略》 （Ａ Ｎｅｗ Ｉｎ⁃
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ｏｒ Ｅｕｒｏｐｅ），翌日欧盟又颁布了

《新循环经济行动计划》。 这些政策和行动计划

旨在帮助欧洲经济向气候中和与数字化转型，
提高其全球竞争力。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欧洲理

事会发表公告称，欧洲理事会、欧洲议会及各成

员国议会已就《欧洲气候法》达成了临时协议。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欧盟正式通过了《欧洲气候

法》，这意味着欧洲在 ２０５０ 年实现“碳中和”的
承诺已写入法律，为其他国家提供立法参考。①

第四，欧盟提出可持续金融的欧盟分类体

系，展示了方向型领导力和理念型领导力。 《欧
盟分类条例》 （ ＥＵｓ Ｔａｘｏｎｏｍｙ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 于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２ 日生效，《分类条例》确立了六项

环境目标：减缓气候变化、气候变化适应、水和

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保护、向循环经济的

过渡、污染防治、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和生态

系统。② 欧盟在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１ 日原则上通过

了 《 欧 盟 气 候 授 权 分 类 法 》 （ ＥＵ Ｔａｘｏｎｏｍｙ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Ｄｅｌｅｇａｔｅｄ Ａｃｔ），为确定对减缓和适应气

候变化有重大贡献的活动提供了第一套技术标

准，将会成为欧洲金融领域新监管框架的制定

基准，为欧盟 ２０５０ 年实现气候中和提供了工

具。 《欧盟分类条例》及相关法律为参与者及公

司进行气候风险披露提供了分类标准，为全球

气候投融资提供了参考标准。
第五，欧盟发布能源系统一体化战略和氢

能战略，展示了方向型领导力和理念型领导

力。③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发布的《欧盟能源系统一体

化战略》（ＥＵ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包括三个支柱：（１）一个以能源效率为核心的更

“循环”的能源系统；（２）加强最终用途部门的

直接电气化；（３）对于那些电气化困难的部门，
该战略提倡清洁燃料，包括可再生氢气（绿氢）、
可持续生物燃料和沼气。 同期发布的《氢能战

略》（ＥＵ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则提出了绿氢的分

阶段发展路径。④ 欧盟建立一个更加高效和一

体化的能源系统，为能源脱碳和 ２０５０ 年实现碳

中和提供了战略支撑。

２．３　 欧盟和美国的气候博弈

对比美国和欧盟对气候领导力的博弈，可

５２

①

②

③

④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Ｌａｗ，” Ｍａｒｃｈ ４，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ｅｕｒ － ｌｅｘ．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ｌｅｇａｌ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Ｎ ／ ＴＸＴ ／ ？ ｑｉｄ ＝
１５８８５８１９０５９１２＆ｕｒｉ ＝ ＣＥＬＥＸ：５２０２０ＰＣ００８０，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Ｐａｃｋａｇｅ，”
Ａｐｒｉｌ ２１， ２０２１，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ｉｎｆｏ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２１０４２１－ｓｕｓ⁃
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ｆｉｎａｎｃ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ｅｎ＃ｔａｘｏｎｏｍｙ，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Ｕ Ｅｎｅｒｇ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
ｇｙ，” Ｊｕｌｙ ８， ２０２０ ，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ｐｒｅｓｓｃｏｒｎｅｒ ／
ｄｅｔａｉｌ ／ ｅｎ ／ ｆｓ＿２０＿１２９５，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ＥＵ 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Ｊｕｌｙ ８，
２０２０ ， ｈｔｔｐｓ： ／ ／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ｐｒｅｓｓｃｏｒｎｅｒ ／ ｄｅｔａｉｌ ／ ｅｎ ／ ｆｓ＿２０
＿１２９６，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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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发现，美国重返《巴黎协定》之后，美欧两大经

济体在全球气候风险认知方面实现了“局部”的
统一。 美国和欧盟都通过发挥自身在应对气候

变化领域的科技和投融资优势，增强自身在全

球气候治理中的方向型领导力和理念型领导

力。 美国还将欧盟作为“自由世界”的重要成

员，通过主办多边气候领导者论坛、提出新的气

候倡议来增强自身的工具型领导力，强化自身

作为全球气候领导者的重要地位。 然而应该看

到，美欧两大经济体追求气候领导力的背后，将
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与国内发展战略深度融合，
抢占低碳技术制高点与实现国内经济发展的零

碳转型是两大经济体的内在诉求。 在全球气候

承诺目标日益趋紧的刚性约束下，美欧对争夺

气候领导力的追求面临着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

的冲突，对低碳技术和低碳经济规则制定权的

争夺成为新一轮国际权力政治的核心内容。①

一方面，美国和欧盟在全球气候领导力方

面存在竞争关系。 美国在特朗普政府时期，一
度放弃了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权，欧盟与中国

密切合作，共同发挥全球气候领导力。 而中美

博弈对世界政治发展的“牵引力”②上升，导致欧

洲在世界政治中趋于边缘化。 欧洲人发现，自
己正在成为地缘政治的角逐场而非角逐者，③面

临选边站队的强大压力。 而随着美国重返《巴
黎协定》，并提出重新发挥气候领导力，欧盟需

要在战略上适应美国的气候战略，而欧盟传统

的全球气候领导力有可能被削弱。
另一方面，美国和欧盟在对中国清洁技术

投资方面存在竞争关系。 尽管在出口清洁能源

产品和技术领域，欧洲与美国类似，在知识产权

保护、市场开放、所谓不公平竞争及价值观等方

面对中国则有相似的诉求。④ 但美国和欧盟对

于争取中国市场存在明显的利益冲突。 欧盟认

为，“美国在 ２０２０ 年初与中国达成第一阶段经

贸协议的做法，损害并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是
典型的单边主义和利己主义”⑤。 而美方认为，
“欧洲率先与中国达成《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就
意味着美国将在中国市场面临损失，美欧就面

临在利益面前被中国‘分而治之’的风险，并且

可能由于缺乏团结丧失更多对华要价权”⑥。

三、全球气候治理走势展望

尽管中国、美国和欧盟三大经济体都把全

球气候治理作为施展自身领导力的“舞台”，然
而当前中国、美国和欧盟在兑现《巴黎协定》承
诺时，任何一个领导者都无法主导全球气候治

理的方向。 当今世界各国已经形成“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随着全球气候风险日益

凸显，客观上为中美欧合作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提供了抓手。 尽管中国、欧盟和美国三大行为

体依据自身的不同发展阶段和利益诉求，制定

了不同的气候转型战略，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

存在诸多博弈，但他们气候战略的主要目的是

落实《巴黎协定》的现有承诺，最终实现全球净

零碳排放。 中国在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时反复强调“一国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别

国的动荡之上，他国的威胁也可能成为本国的

挑战”⑦。 因此，如果各国能从集体理性的角度

出发，坚持多边主义合作方向，中美欧三方存在

合作的客观条件。 全球气候治理领导者需要通

过加强领导者合作，深化全球气候共识，克服自

身在全球气候治理中面临的困难。

６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李彦文、李慧明：“全球气候治理的权力政治逻辑及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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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美欧可能达成的气候合作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２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全
球变局下的欧美新议程》，为美欧在跨大西洋与

世界范围内开展全球合作提供了方向。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９ 日，美欧发表联合声明指出，“美国坚持不

迟于 ２０５０ 年实现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目标，欧
盟坚持在 ２０５０ 年实现‘碳中和’”①。 这将使气

候中和成为格拉斯哥气候峰会（ＣＯＰ２６）筹备阶

段的新全球基准。 具体来说，美欧未来的合作

可能从以下四个方面开展。
第一，提出新的跨大西洋绿色贸易议程，其

中应包括世界贸易组织（ＷＴＯ）内的贸易与气候

倡议以及避免碳泄漏的措施。 在气候变化问题

上，中美两国因地缘政治的因素难有深度的合

作。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欧洲议会投票通过设立

“碳边界调节机制”的决议，提出构建与世界贸

易组织（ＷＴＯ）兼容的欧盟碳边界调整机制，以
避免碳泄漏。 未来以跨大西洋碳定价和关税为

基础的美欧“气候俱乐部”，是美国与欧盟为此

类措施设定全球标准的合作机会。
第二，借鉴欧盟分类法的经验，共同拟定可

持续金融全球监管框架。 欧盟和美国是主要的

金融中心和监管者，在可持续金融监管框架中

开展跨大西洋合作，让私营部门了解什么是绿

色投资。 这种私人融资对投资合适的技术、给
予创新者与公司先发优势方面至关重要。 欧盟

和美国兑现气候融资承诺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十

分重要。 美欧的共同支持，可以帮助发展中国

家在最新的科学发现和最优技术上取得进步。
第三，建立跨大西洋的绿色技术联盟，以确

保在开发清洁和循环技术以及领导市场方面加

强合作。 欧盟和美国应利用其经验和专业知

识，通过新的绿色技术联盟领导市场，并在清洁

和循环技术方面进行合作，例如可再生能源、电
网储能、电池、清洁氢，以及碳捕获、封存和利

用。 这将补充欧盟—美国能源理事会（ＥＵ－ＵＳ
Ｅｎｅｒｇｙ Ｃｏｕｎｃｉｌ）的工作，为跨大西洋投资提供肥

沃土壤，并支持伙伴国履行各自的气候承诺。
第四，更广泛地保护自然和环境。 欧盟鼓

励美国加入《生物多样性公约》，共同致力于领

导反对森林砍伐运动并加强海洋保护———从共

同致力于达成一项全球塑料条约并规划南冰洋

海洋保护区开始。 美国也在气候领导人峰会上

提出要开展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欧盟和美国

努力确保达成一项雄心勃勃的协议，以保护世

界 ３０％的土地和 ３０％的海洋。

３．２　 中美可能达成的气候合作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至 １６ 日，中美两国气候

特使在上海举行会谈并发表《中美气候危机联

合声明》，提出中美两国坚持携手并与其他各方

一道加强《巴黎协定》的实施。 未来，中美两国

可能的合作领域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重建中美气候变化合作关系，提振全

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 以美国领导人气候峰

会为契机，成立“中美零碳工作组”，推动沟通并

建立互信。 中美零碳工作组可以设置由行业和

技术合作、定期高层政策对话和国内政策对话

组成的三方联动架构，共同推进《巴黎协定》相
关机制的落地，加强中美在气候变化领域的公

开透明和对话沟通。 中美零碳工作组应将所取

得的进展直接融入二十国集团（Ｇ２０）、主要经

济体论坛（Ｍａｊｏ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Ｆｏｒｕｍ），以及一年一

度的联合国气候大会等国际进程中。 中美可以

发挥全球气候领导力，倡导建立“净零排放联盟

（Ｎｅｔ－ｚｅｒｏ 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围绕实现净零碳排放所

需要的贸易政策、投融资政策、科技创新政策等

内容，开展制度互认和对接，积极践行绿色发展

承诺，提振全球绿色发展信心。
第二，重新凝聚气候共识，推动《巴黎协定》

实施细则落地。 《中美气候危机联合声明》中也

提出要启动制定美国在《巴黎协定》下的“国家

自主贡献”，提高全球气候雄心。 因此，中方可

以推动工业和电力领域脱碳、增加部署可再生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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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绿色和气候韧性农业、节能建筑、绿色低

碳交通、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排放合作、国际航

空航海活动排放合作等相关议题的交流，争取

在 ＣＯＰ２６ 上，推动制定围绕《巴黎协定》第六

条、第十三条国家自主贡献（ＮＤＣ）和透明度框

架相关的具体实施细则。
第三，围绕清洁技术和产业升级的政策开

展合作，深化中美利益共同点。 拜登上台后，在
《美国就业计划》中更加主张政府扶持基金资助

新能源汽车企业、铺设充电基础设施和其他燃

料电池、固态电池、无人驾驶、第四代核反应堆

技术等重大前瞻性技术，推动美国企业向全球

出口清洁能源技术。 总体看，在基础材料、关键

零部件、系统集成等方面，我国新能源电池汽车

产业与国际先进水平还存在一定差距。 因此，
中美清洁能源科技合作与技术交流具有现实

基础。

３．３　 中欧可能达成的气候合作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６ 日下午，中法德领导人视频

峰会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应对气

候变化是全人类的共同事业，不应该成为地缘

政治的筹码、攻击他国的靶子、贸易壁垒的借

口。 中法德领导人峰会在美国领导人气候峰会

之前召开，为中欧凝聚共识提供了交流平台，重
新明确了中国和欧盟的气候领导者地位。 中欧

气候合作未来的可能思路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从战略层面来看，中欧应从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角度对气候合作进行整体规划。
气候变化是全球性问题，在改善、加强全球气候

治理的共同利益方面，中欧双方要用好中欧环

境与气候高层对话机制，借助中国—欧盟领导

人会晤、“２７＋１”中欧峰会、中国—中东欧国家领

导人会议，相互支持中欧举办生物多样性、气候

变化、自然保护国际会议，增强应对全球气候变

化的共识。 尤其是在对非洲不发达国家的气候

援助方面，欧盟的利益在于推动非洲提高气候

适应能力，从而阻止新的移民潮，遏制极右翼政

党的复兴。 这与中国提倡的“南南合作”在利益

上有共同之处。

第二，从机制层面来看，中欧应打造具有更

广泛内涵的“绿色伙伴关系”机制。 而如期完成

的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消除了欧盟某些行业在

中国的投资壁垒，包括新能源汽车、云计算服

务、金融服务等，这将为欧洲和世界应对气候风

险提供更多市场机遇、创造更大合作空间。 中

国已经加入国际可持续金融平台（ ＩＰＳＦ），并对

绿色基金和债务减免表现出了一定的兴趣，中
欧可以携手完善“一带一路”绿色融资机制。①

中欧可在碳边境调节机制政策领域加强沟通，
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中关于市场准入、公平

竞争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三个方面做出的必要的

实质性承诺予以落实。
第三，从行动层面来看，中欧在气候合作领

域存在多个抓手。 中欧可以利用好 ＣＯＰ２６ 和

《生物多样性公约》第 １５ 次缔约方会议，加强基

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城市应对气候变化中的应

用合作，支持中欧可持续金融标准对接，推动

“一带一路”投资的绿色化，共同为非洲国家提

供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资金支持，支持发展中

国家能源供给向高效、清洁、多元化方向发展，
共同发起并参与双边、区域和多边碳市场等。

四、结　 论

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后的全球气候治理格

局发生了新的变化，中美欧围绕全球气候领导

力开展的气候博弈日益凸显。 美国重返《巴黎

协定》后，美国和欧盟在争夺气候领导力方面的

战略考量和具体行动各有不同。 美欧对争夺气

候领导力的追求面临着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的

冲突，对低碳技术和低碳经济规则制定权的争

夺成为新一轮国际权力政治的核心内容。 作为

全球气候治理的领导者，中国、美国和欧盟只有

以集体理性为原则，才能推动形成国际社会的

８２

①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Ｉ． Ｗｅｓｔｐｈａｌ ａｎｄ Ｓｈｕａｎｇ Ｌｉｕ，“Ｉｎ ｔｈｅ Ｔｉｍｅ ｏｆ ＣＯＶＩＤ
－１９，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ｕｌｄ Ｂｅ Ｐｉｖｏｔａｌ ｉｎ Ｓｗａｐｐｉｎｇ Ｄｅｂｔ ｆｏｒ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Ａｃｔｉｏｎ，”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４， ２０２０，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ｗｒｉ． ｏｒｇ ／ ｂｌｏｇ ／ ２０２０ ／ １１ ／
ｔｉｍｅ－ｃｏｖｉｄ－ １９－ｃｈｉｎａ－ｃｏｕｌｄ－ｂｅ－ｐｉｖｏｔａｌ － ｓｗａｐｐｉｎｇ－ｄｅｂｔ－ｃｌｉｍａｔｅ －
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ａｃｔｉｏｎ，访问时间：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万方数据



第 ９ 期　 周伟铎等：美国重返《巴黎协定》后的全球气候治理：争夺领导力还是走向全球共识？

气候雄心和行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方面，要完善全球绿色金融的政策体系，

更好地支持发展中国家“绿色复苏”。 推动中美

欧绿色金融标准合作和趋同，逐步实现全球主

要绿色金融标准接轨。 另一方面，针对重点行

业开展零碳技术转型示范， 提升零碳技术行动

引领的全球领导力。 聚焦能源转型战略下能

源、建筑、交通三大产业数字化、绿色化解决方

案，为实现全球零碳能源转型探索可行路径。
此外，还要完善全球碳交易市场机制的构建，形
成搭桥方案，确保格拉斯哥大会达成《巴黎协

定》下全球碳市场机制实施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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